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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冀津海岸带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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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科学院 地理科学研究所, 河北省地理信息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11) 

摘要: 冀津海岸带是国内港口和围填海工程集中分布区之一, 高强度开发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深

远影响。本研究基于中科院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 在原有分类系统基础上增加了养殖盐田用地、待

利用地、滨海滩涂、浅海海域等 4 类利用类型, 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因

素。结果表明: (1) 近 40 a 内土地利用总体动态度可达 0.48%, 土地利用强度不断上升, 土地类型的主

要转移方向为建设用地、养殖盐田用地及待利用地; (2) 土地利用变化的峰值时段为 2000—2010 年, 变

化区域在空间上集中分布在距离海岸带 3～8 km 范围内, 即黄骅、滨海新区、曹妃甸围填海区域及乐

亭沿海陆域。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 地形、中心城市、GDP、人口、港口等因素是对土地利用强度

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 且人口及港口建设的驱动效应有所增强。土地财政依赖、过度超前规划是待利

用地激增的主要政策性驱动因素, 近 10 a 来的基本农田和滨海湿地保护政策降低了耕地和滩涂的缩减

量。当前, 冀津沿海地区应进一步提高待利用地使用效率, 加强土地利用高强度变化区域的生态环境

监测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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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复杂、动态的地球表层自然系统[1], 同

时也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密集分布区。相比于内陆

地区, 海岸带地区的海洋性特征和高强度的人类活

动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出现时空双维的高强度复杂变

化, 海岸带地区城市空间不断扩张[2-4]、围填海开发规模

不断增大[5]。而这种变化也必将反作用于人类经济社会

活动和海岸带生态环境系统, 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滨海湿地萎缩、海岸带环境质量降

低[6-8]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9-11]。因此, 开展海岸带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对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7, 12-13]、海岸

带资源统筹规划与管理[14-17]具有重要意义。 

冀津海岸带地区位于渤海西岸 , 是国内主要的

平原型潮滩分布区 [18], 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围填海连

片开发地区、港口集中分布区及滨海盐场集中分布

区。近 40 年来, 尤其是 2000 年以来, 冀津沿海地区

经济社会取得显著发展, 土地资源及海洋资源开发

强度不断提高, 土地利用特征也出现相应的变化。现

有土地利用变化研究[19-23]多基于中国科学院土地资

源分类系统 [24], 以行政区为单元进行分析 , 对于冀

津沿海地区的特殊用地类型分析不足, 对于土地利

用时空变化特征的刻画有待深入, 研究时间段相对

较短。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在现有土地资源分类系

统的基础上, 参考相关文献研究及冀津地区土地资源

利用现状特征, 对海岸带土地利用分类系统进行相应

调整。在此基础上, 充分利用 GIS 工具, 对改革开放

以来冀津地区海岸带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强度进行

分析, 以期为冀津地区海岸带国土资源陆海统筹管理

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域为河北省、天津市两地海岸带地区

(图 1)。为综合考虑统计单元完整性和划分科学性, 陆

域部分确定为冀津两地沿海县市区, 海域部分根据国

际湿地公约 [25]延伸至水深 6 m 的区域 , 总面积达

17 308.64 km2, 共涉及 12 个县市区。研究区域 2018 年

GDP总值达11 156.52亿元[26-27], 人口共计760.2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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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冀津两地总量的 24.33%、8.34%。研究区范围

内主要入海水系为滦河和海河水系; 气候为温带海洋

性季风气候, 多年平均降水量介于 500 mm～650 mm; 

陆地地貌以滨海平原为主, 海拔多在 10 m 以下, 仅

在研究区域北侧有丘陵和山地分布; 近海滩涂广布, 

曹妃甸及秦皇岛市区附近海域深水岸线资源优良。 

 

图 1  研究区域 

Fig. 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为中国科学院土地利用现

状遥感监测数据库(www.resdc.cn)所提供的 1980 年、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8 年共 5 期土地利

用矢量数据。该数据通过人机交互式目视判读的方

式构建 [28], 土地利用分类系统为中国科学院土地资

源分类系统[24], 主要包含耕地、林地、草地、内陆水

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 6 类, 该系统考虑了遥感

解译特征及内陆地区普遍存在的用地类型。 

为更好反映研究地区滩涂宽阔、围填海及城镇建

设强度大的状况 , 本文在分类系统的基础上, 参考

Feng 等[29]、邸向红等[30]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实际开发

利用特征, 引入养殖盐田用地、待利用地、滨海滩涂、

浅海海域等 4 类。养殖与盐田用地主要指用于渔业养

殖及制盐等沿海低强度涉水开发活动的用地类型, 原

多划分为内陆水体或建设用地, 是研究区域浅海及水

域重要的利用类型。待利用地是指处于由其他用地类

型向建设用地的过渡阶段但尚闲置待建设的土地类

型, 原多划分为未利用地, 对于识别土地开发效率和

城镇扩张趋势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将其单独识别并

进行分析。滨海滩涂指理论最低潮面到海岸线之间的

土地类型, 原属于未利用地, 是研究区域分布广阔的

特色土地类型。浅海海域指理论最低潮面以下及水深

6 m 以上的海域。养殖与盐田用地、待利用地的解译

标志见表 1。基于改进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采用对

研究时段 Landsat 影像的目视解译方法, 对中国科学

院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进行核实, 划分出养殖

与盐田用地及待利用地 , 并进一步补充滨海滩涂及

浅海海域图斑, 形成冀津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数据

(图 2)。结合 WorldView 等更高精度影像及野外经验

判别, 遥感核实结果符合土地利用实际开发状态。 

2.2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土地利用数量动态变化分析方法、土

地利用强度分析方法及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分析方法

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冀津海岸带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特征, 并使用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对土地利用分布

及其变化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表 1  养殖盐田用地及待利用地解译标志 
Tab. 1  Interpretation index of the aquaculture land &salt pan and land to be used 

用地类型 解译标志 土地类型特征 

养殖与盐田用地 

 

由形状规则的堤坝所围的水域, 主要用于渔业养殖、晒盐及制盐, 多由临海陆地

的盐碱地或近海滩涂改造而来。 

待利用地 

 

土地平整, 大多修建有形状规则的公路, 多规划为建设用地, 但解译时段土地上

无植被且无开发利用痕迹, 多由填海、拆迁或土地整理等方式改造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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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冀津海岸带土地利用分布 

Fig. 2  Land-use map of Hebei and Tianjin in coastal zones 

 
土地利用数量动态变化分析方法: 采用土地利

用年变化率及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土地利用年变

化率(Ki)
[31]反映了指定土地利用类型 i 的年变化速率, 

土地利用动态度 S[28, 32]可反映研究区域内土地利用

动态变化的总体情况。土地利用变化的计算方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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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i 是研究时段开始时间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总

面积, ΔSi,j 是研究时段内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与其

他土地利用类型 j 相互转换后的净面积变化, Si-j 是研

究时段内由 i类型转变为其他土地类型的面积的总和, 

Sa 为研究区土地利用总面积, t1—t0 为研究时段时长。 

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变化反映了土地由低级利用

类型向高级利用类型的演变 [33], 具体计算方法可见

式(3)。本文在此基础上, 为反映土地利用强度时间

变化特征, 引入土地利用强度变化量, 见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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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 是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Ai 是第 i 级的土地

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Ci 是第 i 级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

面积百分比。Ls 是土地利用强度变化速率, Lt1 和 Lt0

分别是研究末期和初期的土地利用强度。对于土地

利用分级指数, 庄大方等 [34]基于土地利用极限给出

了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程度的分级指数, 其后部分文

献[29, 35]均基于研究区特征对该指数有适当调整。

本文基于 Feng 等[29]调整结果和所划定的土地利用类

型, 对土地利用强度进行分级赋值, 结果见表 2。 
 

表 2  土地利用强度分级 
Tab. 2  Classification values of land-use utilization 

利用强度类型 难利用土地 低强度 中等强度 高强度

土地利用类型 滨海滩涂、浅海海域、内陆水体、未利用地 林地、草地 耕地、养殖与盐田用地 待利用地 建设用地

强度赋值 1 2 3 4 5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方法是常见的土地利用

变化分析方法, 最早可见于 Singh[36], 转移矩阵分析

可以直接反映出土地的来源与去向, 全面显示区域

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37], 计算方法见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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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j 为状态转移矩阵, 其中元素为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转移的面积或比例。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 (GWR)是由 Fothering-

ham[38]等基于局部回归分析和变参数的设想提出的处

理空间异质性的主要手段之一, 计算方法见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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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i 是第 i 点的预测值, (ui, vi)是第 i 点的位置, 

β0(ui, vi)是第 i 点的回归常数, βk(ui, vi)是第 k 个变量

在第 i 点的回归参数, xik 是第 i 点第 k 个变量的值, p

是变量总数, ε是不确定性误差。βk(ui, vi)由周围一定

样本数量根据权重核函数确定。本文选择应用二次

核函数(Wij)确定每一个样本点的回归参数, 见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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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ij 是参与局部回归的样本点与该点的距离。b

为参与局部归回的样本点的最远距离, 又称为带宽, 

可人为设定, 也可选择自适应带宽并由模型迭代计

算确定。本文选择自适应带宽, 并以 AICc 准则作为

模型计算带宽确定方法, 具体及可见文献[39]。 

3  研究结果 

3.1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及动态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 土地面积较大且分布广泛的类型

为耕地、浅海海域、养殖盐田用地、滩涂、建设用地, 

其初始占比分别达 46.76%、15.56%、8.76%、8.71%、

7.59%; 未利用地集中分布在北大港、南大港及曹妃

甸湿地等地区, 林地及草地主要分布在北部燕山山地, 

内陆水体主要沿河流分布, 待利用地占比极小且仅分

布在天津港附近。1980 年以来, 耕地、海域、滩涂、

未利用地一直处于减少趋势, 其中未利用地和滩涂降

幅最大, 年变化率达–1.60%及–1.29%, 耕地面积缩减

量最大, 达 1 056.56 km2。养殖盐田用地面积在研究

初期出现快速增加, 2000 年之后开始不断减少, 累计

变化率达 1.07%。建设用地面积年变化率达 2.46%, 且

累计增量为各类型中最高, 达 1 227.15 km2。待利用

地 2000 年以来增幅明显, 新增区域集中分布于黄骅、

滨海新区及曹妃甸 ; 研究期内年变化率最高 , 达

409.16%, 且其累计增量仅次于建设用地。其他利用类

型中, 内陆水体处于持续减少状态, 林地及草地近年

来由减少转为增加, 年变化率相对较低。 

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显示, 近 40 a 以来冀津海岸

带地区总动态度为 0.48%。不同时段的动态度差异显

著, 2000—2010 年达 0.83%, 为各时段最高; 1990—

2000 年最低, 为 0.33%; 其他年份介于 0.5%～0.6%。 

为进一步了解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的空间差

异 , 分析研究区域 1 km×1 km 格网内土地利用动

态度 , 并依据其动态度值域范围及自然断裂法 , 

将各时段动态度结果分为无变化(0%)、极慢(1%～

3%)、慢速 (3%～6%)、快速(6%～8%)、极快(8%～

10%)5 个级别。结果见图 3。极快变化区集中分布在

距离海岸带 3～8 km 范围内。其中 1980—1990 年极

快变化区占 2.90%, 主要分布在沧州沿海、滦河口沿

海地区。1990—2000 年极快变化区面积仅占 1.28%, 

零星分布于海河河口、南大港湿地及曹妃甸沿海。

2000—2010 年研究区域极快变化区面积高达 4.18%, 

广泛分布于滨海新区、曹妃甸等地区及乐亭、黄骅、

秦皇岛市区沿海。2010 年以来, 研究区域极快变化区

下降至 1.99%, 零星分布在海海地区及滨海新区、曹

妃甸区、丰南区等地区。 

 

图 3  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布特征 

Fig. 3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dynamic index of 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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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 

近 40 a 来, 冀津海岸带地区累计发生利用方式

转移的面积占研究区域的 18.22%, 各土地类型之间

的转换情况见表 3。主要的土地利用主要转移特征可

汇总为 3 大类: 耕地、养殖盐田用地、滩涂转为建设

用地(6.20%), 主要位于滨海新区、曹妃甸、乐亭、

秦皇岛市区及黄骅; 耕地、未利用地、滩涂转为养殖

盐田用地(5.61%), 主要位于黄骅、海兴、曹妃甸; 滩

涂、海域、养殖盐田用地转为待利用地(3.80%), 主

要位于滨海新区、曹妃甸、黄骅。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征具有时段差异性(图 4)。

2000—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移的面积最大 , 

达 8.22%, 主要为耕地、养殖盐田转建设用地及滩涂、

海域转待利用地。1980—1990 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

移的面积占比达 5.25%, 主要为耕地、滩涂及未利用

地转为养殖盐田用地。其他时间段土地利用类型发生

转移的面积均低于 5%, 其中 1990—2000 年主要的转

移类型为耕地转为养殖盐田用地, 2010—2018 年主要

的转移类型包括耕地、养殖盐田用地、待利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及养殖盐田用地、海域转为待利用地。 

临近海岸线的部分区域发生过两次或以上的土

地利用类型转换(图 4)。其中发生过两次土地利用转

换的区域总面积达 453.11 km2, 占比达 2.63%, 主要

转换类型包括耕地→养殖盐田用地→建设用地、未

利用地→养殖盐田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耕

地→养殖盐田用地、滩涂→养殖盐田用地→待利用

地、未利用地→养殖盐田用地→待利用地。发生过

3次土地利用转换的区域主要位于曹妃甸和乐亭, 总

面积达 32.23 km2, 转换类型为滩涂、未利用地、耕

地→养殖与盐田用地→待利用地→建设用地。 

3.3  土地利用强度及其变化 

通过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及其变化分析方法 , 分

别分析了研究区域各时期总体及分格网的土地利用

强度及其变化, 结果见图 5。就全部研究区域而言, 

各时期土地利用强度分别为 247.67、253.88、258.21、

274.86、283.27, 总体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其中

2000 年后利用强度出现显著增加。 

借助 3.2 节生成的空间格网, 进一步分析了研究

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变化时空差异及变化特征(图 5)。结

果显示,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变化显著的区域在陆

域集中于滨海新区、秦皇岛市区, 在海域范围内集中于

滨海新区、曹妃甸、乐亭、黄骅等地区, 其中土地利用

强度出现 3 个层级及以上的变化区域占研究区域的

3.93%, 主要位于黄骅、滨海新区、曹妃甸围填海区域

及乐亭沿海陆域, 港口或临海工业区的建设使这些区

域出现从难利用土地向最高强度的建设用地变化。 

时间变化上, 1980—2000年,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

高值区面积仅占 0.01%, 且多属于零星分布, 主要的

强度变化表现为从难利用土地向中等利用强度变

化。2000 年以来,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高值区明显增

加, 强度变化级别上表现为从难利用、中等强度向高

强度变化; 其中 2000—2010 年土地利用强度显著变

化区集中于曹妃甸、滨海新区及黄骅港围填海区域, 

2010 年以来集中分布于滨海新区。 

 
表 3  1980—2018 年冀津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转换情况(km2)  
Tab. 3  Conversion matrix of land-use types during 1980–2018 (km2) 

1980—2018 年 
滨海 

滩涂 

浅海 

海域 

内陆 

水体 

未利

用地
林地 草地 耕地 

养殖盐

田用地

待利 

用地 

建设 

用地 
总计 

滨海滩涂 763.26 4.34 0.15 4.00 0.00 0.00 0.00 251.82 327.37 155.84 1 506.77

浅海海域 0.69 2 422.4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2.43 57.96 2 693.56

内陆水体 0.00 0.00 299.04 0.30 5.44 21.94 8.09 38.50 0.45 13.92 387.68

未利用地 3.95 1.36 0.41 279.54 18.47 1.53 59.91 284.39 16.58 57.61 723.76

林地 0.00 0.00 0.00 0.32 760.23 1.29 0.10 1.14 0.38 15.27 778.72

草地 0.00 0.00 0.79 0.00 0.06 256.49 0.70 19.02 3.63 7.73 288.42

耕地 0.00 0.00 3.43 0.34 5.15 19.28 6 959.16 435.32 21.48 649.99 8 094.17

养殖盐田用地 0.00 0.00 1.06 0.26 2.62 15.28 9.44 1 103.69 117.41 266.90 1 516.66

待利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48 4.48

建设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2 0.41 0.20 0.16 1.77 1 311.86 1 314.42

总计 767.90 2 428.19 304.88 284.76 791.98 316.23 7 037.61 2 134.04 701.50 2 541.56 17 3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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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土地利用转换及空间分布 

Fig. 4  Land-use conversion types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s 

 

图 5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 

Fig. 5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utilization 

 

3.4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二级分类变化 
建设用地、待利用地、养殖及盐田用地是最主

要的土地利用转移目标。在中科院土地利用分类系

统的基础上 , 结合土地利用实际特征 , 对主要土地

利用类型进行二级分类调整及分析。将建设用地划

分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工矿用地、陆域

交通用地、港口堆场用地, 将养殖与盐田用地划分为

养殖用地、盐田用地, 将待利用地划分为待利用土地

和待利用围海。各二级分类累计增幅、年变化率及

时空变化情况见表 4 及图 6。 

结果显示, 待利用土地、工矿用地、养殖用地及

城镇用地在研究期内显著增长, 增量均在 300 km²以

上; 待利用地、港口堆场用地、工矿用地增长较快, 

年变化率均在 10%以上 , 其中待利用地甚至接近

400%。时间变化上, 近年来养殖用地及盐田用地面

积近年来都出现下降 , 农村居民点用地相对平稳 , 

面积增长有限; 城镇用地 2000—2010 年出现显著增

加, 2010 年以来增量出现回落。工矿用地、待利用土

地 2000 年以来仍处于持续增长之中。 

空间变化上, 沧州市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

交通用地、及盐田用地年变化率居首位, 其中盐田用地

净增量为各地市最高。秦皇岛市城镇用地、养殖用地

年变化率居首位, 其中城镇用地净增量为各地市最高。

唐山市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年变化率居研究区域首位, 

港口用地、陆域交通用地、养殖用地增量为各地市最

高。天津市工矿用地、待利用土地增量为各地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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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利用转移主要目的类型二级分类空间变化特征 
Tab. 4  Spatial variation in the secondary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in aim land-use conversion types 

研究范围 
城镇 

用地 

农村居民

点用地 

工矿 

用地 

陆域交

通用地

港口 

用地 

养殖 

用地 

盐田 

用地 

待利用 

土地 

待利用

围海 

累计增量/km2 27.92 28.91 108.10 10.13 12.55 119.87 205.59 77.92 12.22 
沧州 

年变化率/% 9.64 0.42 15.87 4.20 — 6.44 3.72 — — 

累计增量/km2 104.26 22.53 108.84 13.60 4.97 41.58 0.00 14.25 0.00 
秦皇岛 

年变化率/% 3.12 0.22 12.94 3.17 9.28 23.94 — — — 

累计增量/km2 82.59 19.32 208.26 21.91 47.62 343.20 –23.09 268.48 0.00 
唐山 

年变化率/% 6.83 0.11 30.60 15.57 — 5.03 –0.14 — — 

累计增量/km2 102.91 21.68 230.54 7.62 41.74 28.55 –97.03 300.91 23.10 
天津 

年变化率/% 3.53 1.15 12.06 2.74 8.46 0.33 –0.53 176.64 — 

累计增量/km2 317.68 92.43 655.74 53.26 106.87 533.21 85.46 661.56 35.32 
全区域 

年变化率/% 4.10 0.25 15.94 4.89 19.55 3.04 0.21 388.34 — 

 

图 6  土地利用转移主要目的类型二级分类时间变化特征 

Fig. 6  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secondary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in aim land-use conversion types 

 

4  讨论 

4.1  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定量分析 

前述研究显示, 研究区域各类型土地显著变化

时段为 2000—2010 年。受篇幅及自变量数据所限, 

本文仅讨论 2000—2010 年陆域部分土地利用变化

驱动因素。以数值连续且有意义的土地利用强度为

因变量, 选择可以量化且弱共线性的参数为自变量, 

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驱动因素进行量化

分析。自变量包括地形, 与河流、城市中心、县城中

心、海岸线、港口、工业区、开放型交通线(国道与省

道)、封闭型交通线(铁路与高速公路)的距离, 人口[40], 

GDP[41], 共计 12 个自变量。受人口、GDP 等自变量

数据格式所限, 本文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1′为单位的网

格, 计算各网格的因变量及自变量值并输入模型。结

果显示, 2000 年及 2010 年模拟结果的最优带宽均为

72(即使用 72个周围样本点参与局部回归), 调整后 R2

分别达 0.837 及 0.836, 显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各影

响因素均值及中值见表 5。 

表 5 显示, 除回归常数之外, 回归系数绝对值较

高的影响因子包括地形、与城市中心距离、GDP、

人口及与港口距离, 回归系数绝对值的中值均在 0.5

以上, 显示了中心城市、社会经济、人口分布、港口

建设对土地利用强度的强大作用力以及自然条件对

于开发利用活动的限制。地形、回归常数、与城市

中心距离、与工业区距离、与开放型及封闭性交通

线距离、与港口距离以负相关为主, 与河流距离、人

口、GDP 以正相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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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GWR 模型计算结果统计表 
Tab. 5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2000 年 2010 年 
影响因子 

均值 中值 均值 中值 

地形 –3.538 –1.171 –2.551 –1.111 

回归常数 –3.315 –1.775 –2.051 –0.551 

与城市中心距离 –2.956 –0.617 –3.228 –0.697 

与海岸线距离 –0.584 –0.54 0.636 0.015 

与工业区距离 –0.385 –0.228 –0.395 –0.274 

与封闭性交通线距离 –0.101 –0.102 –0.095 –0.02 

与开放性交通线距离 –0.033 –0.054 –0.061 –0.051 

与河流距离 0.081 0.066 0.114 0.097 

与县城中心距离 0.2 0.019 –0.161 –0.028 

与港口距离 0.22 –0.224 –0.798 –0.769 

人口 0.962 0.227 1.755 1.046 

GDP 1.136 0.937 0.994 0.7 

 
2000 年及 2010 年, 各驱动因素的回归系数出现

了一定变化。地形、GDP、回归常数等因素的驱动效

应相对减弱, 一方面显示了技术进步逐渐克服地形的

限制,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 2000 年以来新城区规划、建

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匹配性区域增多。人口、与

港口距离等因子的驱动效应显著增强, 显示了人口聚

集、港口建设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刚性因素。 

对于驱动效应显著增强的驱动因子, 将 P≤0.05

的网格区落于图内(图 7)。结果显示, 相比于 2000 年, 

2010 年人口、与港口距离、与城市中心距离、与工

业区距离等因子所能解释的区域有所增多: 主城区

以外地区的人口数量对制约土地利用强度的正相关

效应增强, 天津港、京唐港和黄骅港对土地利用强度

的驱动效应及影响面积不断扩大。 

 

图 7  驱动效应增强的回归系数的时空差异 

Fig. 7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ith the enhanced driving effect 

 

4.2  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政策性驱动因素 
自然资源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是近

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农耕地保护方

面, 2009 年国家开始实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42], 

有效保护了基本农田, 降低了耕地的年动态度变化

幅度。滨海滩涂保护方面, 2011 年国家发改委及国家

海洋局出台了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 [43], 对各沿海省

份每年的新增围填海面积进行指标限定, 2017 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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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意见》[44], 暂停渤海海域围填海; 2018 年初国务

院文件《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

通知》[45]进一步作出在全国范围内严禁新增围填海

的决定, 这些决定和政策使得 2010 年以来冀津沿海

地区滩涂转换为其他用地类型的面积显著减少。 

土地财政依赖性强、土地开发后继乏力是 2000 年

来待利用地激增的主要原因。土地出让是政府部门

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近年来, 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

收入, 往往编制不符合当地发展条件和规律的城镇

规划, 并借此多征地、多占地, 将大量土地提前纳入

储备计划 [46], 或在沿海地区超前推动大规模填海造

陆。而由于部分地区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及人口增

长并没有随时间变化出现城镇规划所设计的增长情

景, 如曹妃甸围填海区、黄骅围填海区、滨海新区的

汉沽及大港等地 , 导致城市土地开发后继乏力 , 储

备土地及填海土地大量闲置。 

5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 , 冀津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动态

度达 0.48%, 土地利用强度也由 247.67上升至 283.27, 

土地利用逐渐向养殖盐田用地、待利用地及建设用

地转换。土地利用空间变化主要出现在滨海新区、曹

妃甸等地区及乐亭、黄骅、秦皇岛市区沿海, 且集中

在距离海岸带 3 km～8 km 范围内。时间变化方面土

地利用动态度峰值、强度增长峰值区出现在 2000—

2010 年。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受到地形、中心

城市、GDP、人口、港口、政策等因素影响, 其中人

口与 GDP 为强正相关因子, 地形、与中心城市距离、

与港口距离为强负相关因子。相比于 2010 年, 地形、

GDP、回归常数等因素的驱动效应相对减弱 , 而人

口、与港口距离等因子的驱动效应显著增强。政策

性因素方面, 土地财政依赖性强、过于超前的规划及

后续开发乏力导致待利用地迅速增长, 而 2010 年以

来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滨海湿地保护及严禁围填海

的政策的实施有效减弱了耕地及滩涂面积的下降

趋势。 

为推动冀津海岸带地区土地资源高效及可持续

利用 , 保护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 , 当前应当进一

步提高待利用地使用效率, 进一步加强耕地及滨海

滩涂资源保护, 加强土地利用高强度变化区域的生

态环境监测与修复。加强对囤积土地等行为的打击

力度 , 加强待利用地的政府收储管理 , 鼓励新增建

设项目优先布局在待利用土地, 对长期闲置的待利

用土地试行梯级开发或就地建设为临时绿地。严格

执行耕地及滨海湿地保护政策, 控制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红线区及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土地利用变化率及

强度增加趋势, 在重要河口、重要湿地分布区推行退

养还海还滩政策。对于由难利用地或低强度利用土

地直接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区域, 如曹妃甸、滨海新

区、黄骅及乐亭沿海地区, 应当加强陆域和海域生态

环境的调查监测, 识别富营养化、重金属污染、湿地

退化等问题, 及早对破损的生态系统和受污染的环

境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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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the drivers of coastal land us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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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astal zones of Hebei and Tianjin, China, have a concentration of ports 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and these high-intensit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land-use pattern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land-use remote-sensing data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e in-

vestigated land-use changes and their drivers since 1978. On the ba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ur new land-use types were added: tidal flats, shallow seas, aquaculture land, and salt pan.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In the past 40 years in this area, land-use pattern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change 

and increased continuous utilization, with a total dynamic extent reaching 0.48%. (2) The peak period of land-use 

change occurred in the 2000–2010 period. Areas of high-intensity change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3–8 km from the 

coastal zone, especially in Huanghua, Binhai New District, Caofeidian, and Laot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geo-

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geomorphology, urban area, GDP, population, and port were identified 

as the main divers of the variation in land use utilization, with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latter two having increased in 

2010. Reliance on land revenue and over-planning were identified as the main policy drivers for the surge in the 

“land to be used” category. Thanks to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re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coastal 

wetlands was effectively curbed. Currently, to optimize the land-use model, a number of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land to be used must be improved, and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restoration of areas that have or are undergoing high-intensity changes in land use must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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